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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转换下中国境外合作区与
对外援助的战略协同

王志芳１

（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７１０）

摘要： 全球经济格局转换之下的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提升，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资源和平台，正在成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

举措。 由于缺乏战略视野，中国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不足、国际舆

论不理想等问题，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作用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日益复杂，驱动

中国在国际责任与发展需求之间进行更加宏观的统筹协调。 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境外合作

区建设与对外援助，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

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尚未从战略高度进行协同考虑，不但各自的推进遇到瓶颈，也大大弱化

了作为重要外交举措的作用。 基于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目前的困境，结合二者自身的战略

溢出特性、借鉴协同论的相关论点，本文建议未来二者在资源、行动和机制等角度加强战略协

调，一方面为中国走出去大战略的落实开创新的思路、汲取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尽可能最大化

地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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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七国集团是在西方上世纪 ７０ 年代初，西方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之时，由当时的经济大国，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加
拿大共同建立的首脑会议，也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七国集团最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宗旨，故也称“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 但从 ８０
年代初开始，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复杂化，有效的经济协调也需要将政治因素考虑其中，政治问题也逐渐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Ｇ７ 逐

渐成为全球重大问题的主导协调机制。

当今国际格局转换，中国的重要性不断凸

显。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

深刻变化，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明显，其中中国

表现尤为突出。 主导全球的协商机制由七国集

团（Ｇ７）①演变到 ２００８ 年的二十国集团（Ｇ２０）首
脑会议后，中国正在以新的形象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举办 Ｇ２０（杭州）峰会，
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在 Ｇ２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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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开启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新航程①，中国对全球事务的推动作

用更加显著。
但随着参与国际事务深度和广度的扩展，

中国海外行动的战略统筹和综合协调体现出严

重不足。 尽管为了适应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
中国整体外交方针从 １９８９ 年邓小平提出的以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主，②调整为 ２０１５ 年本

届政府领导下的“韬光养晦、奋发有为”，但中国

诸多海外行动还未能及时提升到战略高度进行

规划，行动之间也严重缺乏统筹协调，使走出去

过程中经济发展和国际责任之间面临各种矛盾

和挑战。 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

境外合作区建设经营与对外援助的资金和资源

的投入尚未发挥应有效用，自身目标的实现和

国家整体利益维护远未达到理想状态。 鉴于境

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运营与对外援助具有共

同推进的宏观目标、理念和实践基础，本文认为

若二者在资源、行动及机制方面能相互协调和

配合，即能从经济和外交方面达到共赢。

一、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的

战略特性

　 　 境外合作区（尤其国家级境外合作区）与对

外援助是中国走出去行动的重要内容，二者在

实施过程中的战略溢出效应突出体现了其所肩

负的国家使命和责任。
１．１　 境外合作区具有天然的战略高度

合作区是产业园区的一种，③是由政府或企

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特定范围界

限的经营环境，是区域经济开发的政策工具，④

而境外合作区是将处于产业成熟阶段的生产转

移到欠发达国家，以降低成本、保持或扩大市场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区。 境外合作区通常承担国

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合作的平台提供者的职责，
天然就具有战略高度。

（１）国家使命决定了境外合作区的战略属性

为了主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出口市

场萎缩和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劳动成本迅速提

升、⑤出口竞争力下降的经济发展新状况，２００６
年境外合作区作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主

要举措之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

称商务部）正式开始推行。
由于企业走出去的个体经营行为，难以通

过微观的个体行为累加，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

效果，并切实从宏观角度上推动中国整体的产

业转移和升级。 为了给中国走出去企业创造更

好的境外经营环境，同时引导产业集群快速形

成，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６ 年正式提出鼓励建设境外

经贸合作区，⑥赋予其帮助和引导企业抱团开拓

国外市场、推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与发展的

国家使命，这就决定境外合作区的规划一定要

有国家利益的宏观视野和战略高度。
（２）正外部性推动境外合作区承担国家战

略职责

现代经济学经常以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来指

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福利的影

响。 根据经济活动的不同阶段，外部性经常被

划分为生产、经营、消费等过程的溢出效应。 境

外园区的正外部效应，也主要体现在园区相关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

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３４６ 页。
产业园区，是指为实现原料、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

聚集和流动，以及共享土地、交通、基础设施等资源，而在有界限的

地理环境中进行工业生产。
Ｓｅｅ ＵＮＩＤＯ （ＨＰＥＤ ／ ＩＰＰ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ｐ．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ｒｏ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１， ｐ．１６．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稳定发展，经济总量得到较大

提升，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大提高，也推动了人工成本的迅速提

升，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规模出现的“用工荒”标志着经济发展的人口红

利期基本结束。
按照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的定位，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
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

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

的产业园区”。 截至目前，经商务部考核确认的国家级境外产业

合作区有 ２０ 个，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东北非、中东欧等地区。 覆盖

轻工、基础建材、能源、冶炼、纺织服装、电子等低端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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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消费领域，并为当地带来人才技

能提升、营商环境改善、消费能力提高等效益，
且可加快当地工业化步伐，为国家间外交关系

的稳固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境外合作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技能提升

效应，主要通过对当地员工的技能及语言等工

作能力的培训①来实现，并可推动当地劳动力技

能和素质的提升。 中国境外合作区往往在经济

发展较差的国家设立，当地劳动力技能几近空

白，合作区免费开展的生产性、技能性培训使当

地人劳动能力的提升非常显著。 以红豆集团在

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简称“西港

特区”）为例，通过中柬联合建立的“西港特区培

训中心”，红豆集团累积培训柬籍员工及周边学

生 ２􀆰 ５５ 万人次，为相关人员的技能提升起到关

键推动作用。 同时，境外合作区在经营过程中

对当地政府效率提升有明显促进。 合作区要为

区内企业提供办理政府许可、税收等各类行政

事务的便利服务，就需要与当地政府谈判并获

得相应的便利政务通道。 在这一过程中，当地

政府机构的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自然会得到改

进。 同时，中国境外合作区经常建设在偏远的

地区，为了便利物流，合作区往往会在附近无偿

修路建设，大大改善了当地营商环境。 另外，境
外合作区的存在为当地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

条件。 通常，合作区为当地人带来了收入的同

时，区内基础工业品的生产销售又为当地人的

消费提供了产品。 仍以西港特区为例，由于特

区提供的劳动机会，当地员工家庭收入由特区

建设前的一年挣一头牛到目前每月就能挣回一

头牛，收入的提高不断提升员工的住房、生活条

件，特区周边农村住房条件大大改善。
（３）开放新格局的要求决定了境外合作区

的战略定位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特

别强调对外开放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并就境外投资提出了“创
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明确要

求，也明确了中国对外投资以促进产能合作为

主的战略定位。

中国境外合作区在产业走出去方面的开拓

性、引导性和集聚性等特征，决定其必然要在中

国境外投资布局中发挥重要载体作用。 中国政

府对境外合作区的定义也明确了境外合作区应

是“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

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因此，
境外合作区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中作为促进

产能合作载体有其必然性，决定了境外合作区应

以促进产能合作为主要战略定位。 中国现有境

外合作区大部分分布在亚非不发达国家，这些国

家具有丰富的资源、潜在的市场或重要的战略地

位，是目前中国境外产能合作的主要对象。 从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看，亚非也是表现最为突出

的地区。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亚洲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占中国在全球投资存量的比重最大，为 ６３％，而
非洲是全球范围吸收中国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
同比增长 ７０．８％。② 这也说明境外合作区在境外

投资方面的布局符合中国对外投资现状。
１．２　 对外援助始终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

（１） 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外交的战略选

择性

对外援助作为对外关系的一种行为，其战

略特性较早受到关注，且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

派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③ 其中，现实主义

学派有较为系统的阐述。 摩根索（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提出“对外援助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功能”等

观点，强调“对外援助政策与外交政策、军事政

策和宣传政策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国家政

治宝库中的工具”。④较早开展对外援助的欧美

国家也从未将对外援助的实施与国家战略或利

益脱离。 例如，美国将对外援助确立为“保障美

７７

①

②

③

④

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针对当

地员工制定了有计划的技能及语言培训，这些活动培训的员工或

者将相关技能教授给家人，或者带家人来参加培训，使得西港特区

给予员工的培训实际上惠益周边的居民。 长期以来对当地民众整

体技能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３－１４ 页。
舒建中：“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

角”，《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２ 页。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２， １９６２， ｐ．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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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世界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手段”，英国

一直努力坚持将本国的国家利益反映在其对外

援助战略中，日本则在二战以后将对外援助作

为争取国际同情、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外

交工具。① 现实中援助国始终将“服务国家对外

战略，维护国家利益”当做是自身对外援助体系

改革的终极目标。②

中国的对外援助长期坚持“绝不附带任何

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③的原则，带有明显利

益特征的“战略规划”等思路始终被排斥。 但中

国对外援助的对象却基本上都以政治友好国家

为主，操作中难以完全保持中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公布的外交档案曾多次提到，认真

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④ 而中

国最早开始于 １９５０ 年的对外援助，就是对同属

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和越南提供援助物资。
（２）中国的对外援助促进了外交战略的落实

对外援助，尤其是双边对外援助，对加强援

助与受援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明显关联，能够推动

实现外交战略布局。 中国建国后不久就开始对

外援助实践。 尽管自身基础薄弱，中国对亚非拉

等地区国家不断提供无偿援助。 建国初，中国仅

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就达 ７７ 亿元之多。⑤ 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
断获得相关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力支持，其中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的申请和审批过程中，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鼎

力支持。 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

大会审议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占总投票数３４％以

上，对中国通过申请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⑥
从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来看，多年来

中国对外援助都集中指向友好国家。 根据《中
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１）》，到 ２００９ 年底，中国累计

向全球 １６１ 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受援国中的亚

非发展中国家有 １２３ 个，占中国对外援助的绝

对多数。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新增援助资金主要向沿线国家倾斜，⑦也体现了

对整体外交战略的响应和配合。
（３）参与国际多边援助体系需要战略思维

通过参与多边合作来推动经济、环境等国际

事务正在成为中国实现全球外交战略、树立国际

形象、表达国家意愿、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

际责任的期待越来越强烈，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多

边援助机制的建设，⑧一方面树立正面的国家形

象、消除以往西方负面宣传产生的影响，另一方

面将中国几十年积累的援助理念推而广之。
而全球多边发展机构的主要优势在于提供

规范和公共产品方面，包括合法性、知识性和应

对全球性挑战的全球存在性。⑨ 因此，中国参与

多边援助，就需要跳出传统以双边援助为主的局

部利益思维，从全局思维和战略统筹角度，思考

如何兼顾双边援助目标的情况下参与多边援助，
使多边援助与双边援助的步伐与内容有机结合，
并使二者在资源统筹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成效。

二、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战略规划

缺失导致的困境

　 　 中国境外合作区和对外援助均因战略规划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薛澜、翁凌飞：“西方对外援助机构的比较与借鉴———改

革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８ 页。

Ｇｕｌｒａｊａｎｉ ａｎｄ Ｎｉｌｉｍ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Ｄｏｎ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ｐ．１５４．

中国 １９６４ 年对外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其中“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的援助原则，成为

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对外援助的最大特点。
张效民：“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国际

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３８ 页。
萧冬连著：《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６４ 页。
门镜、［英］本杰明·巴顿主编，李靖堃译：《中国、欧盟在

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３１ 页。

王玉萍：“对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思考”，《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１８ 页。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定义，多边官方发展

援助（ＯＤＡ）接受机构须满足如下条件：从事的活动全部或部分服

务于发展；以政府为成员的国际机构、制度或组织，或该类机构自

主管理的基金；聚集援助资金，使其失去原有身份，成为机构自身

金融资产的内在组成部分。
Ｏｌａｖ Ｓｔｏｋｋｅ，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ｉｄ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转引自叶玉：“中国与多边发

展体系：从受援者到奉献者”，《国际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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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而面临改革。 尤其在国家 ２００６ 年开始正

式推动下，至今发展十余年，中国境外合作区成

效并不理想。 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通过的 ２０
个国家级境外合作区①大部分尚未开始盈利，已
盈利园区也主要是依靠土地一级开发②赚取利

润。 一方面政府奖励不足以支撑境外合作区的

相关投入，另一方面牵头企业遵循市场原则运

营难以长期进行大规模投入，导致发展理念和

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的投入随着国际

责任的扩大而大幅提升，但对外援助工作仍然

固守上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的“坚持不附带任何政

治条件”的基本原则。③ 对外援助根据受援国的

需求、以单个项目为主的援助方式，难以与中国

外交政策相配合。 尤其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国
际社会的关注日益加强，中国的对外援助因缺

乏战略规划而呈现出分散、重复的状态，不断遭

到质疑，越来越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外交付出。
２．１　 境外合作区面临发展瓶颈

尽管中国 ２００６ 年起正式推动境外合作区的

建设，但境外合作区的实践最早开始于 １９９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１９９８ 年特别指定天津技

术开发区帮助埃及苏伊士特区④对其三号地块起

步区进行规划，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境外

合作区意义的投资建设活动。 根据商务部公开

信息，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 １１３ 家各类主

体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 ２０ 家受到商务部

及财政部审核并确定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区。 但

至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部委层面都未能将境

外合作区的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导致境外合

作区对中国产业和产能高质量走出去的推动作

用有限，且大量建设资金短期内难以回收，运营

企业陷入困境，管理部门也面临困惑。
（１）政策协调高度不够，营商条件惠而不优

境外合作区长久以来未能被提升到战略高

度加以重视，优惠营商条件的争取主要依靠园

区经营单位自身的谈判能力。 中国境外合作区

的建设经营都是以企业为主。 虽然最初一些合

作区是在政府双边协议之下推动设立的，但具

体优惠政策，主要是由国内经营企业与当地政

府协商确定。 由于现实中企业与当地政府的谈

判存在身份不对等，园区最终能够争取到的优

惠条件往往达不到设想水平。
企业难以与当地政府在对等条件下就优惠

政策的落实进行谈判，导致园区政策优惠有限、
人员流动配套政策缺失、现有政策不能适应园

区发展等问题常态化存在，以至园区招商吸引

力大受影响。 例如，赞比亚政府在赞中经贸合

作区建立之初，承诺给予合作区最优惠招商政

策。 但近年来，赞比亚政府又支持建立了多个

合作区，对赞中经贸合作区的运营形成非常大

的压力，合作区运营单位多次与当地政府协商

而不奏效。
（２）战略扶持力度有限，盈利能力欠缺

由于未能兼顾中国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利

益，并未能从战略高度对境外合作区功能细分和

进行主次有别地推动，导致现有境外合作区模式

单一，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弱，自我造血能力差。
目前大多境外合作区效仿国内园区的盈利

模式。 园区完成“五通一平”等基础建设后，即
着手以房产开发来为后期建设和经营输血。 但

由于大部分园区在亚非不发达国家，当地民众

对住房的消费能力差、需求低，使得房产的盈利

性远远低于预期，而国内企业在园区生产配套

设施未建立起来、产业链空白时，也难以有信心

签约入住。 因此以地产养园区的经营模式在初

期往往难以为继。 调研了解到，由于以土地增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ｗｊｍｈｚｑ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１．
ｓｈｔｍｌ。

土地一级开发主要指依靠土地售卖。
“《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７５０１３ ／ １３７５０１３．ｈｔｍ。

苏伊士特区是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间中埃两国领导人经过多

次探讨并最终确定共建的合作区。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指定由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帮助埃及对苏伊士特区中的三号地块起步区进行规

划，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了中埃合营公司进行开发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３
年底，三号地块起步区 ３．６７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全部竣工，并
通过了初步验收，实现了道路、供水、电力、排水和场地平整为主要

内容的“四通一平”，达到了基础设施配置基本完善的建设目标。
包括私营、国营等各类主体。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７ 卷

值所得来支撑园区深度开发的规划难以如期实

现，赞比亚某合作区筹建至今十年，只初步完成

规划面积十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开发，且后续开

发和经营资金远不能落实。
（３）功能定位不准确，集聚引力有限

境外合作区与单个企业的建设和运营原则

完全不同，合作区背负国家责任和使命，要考虑

市场现实和潜在的综合需求，准确的定位对合

作区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而在缺乏战略引导的

情况下，合作区经营者很难以足够的远见作出

准确的规划，并形成真正的市场吸引。
至今，中国境外合作区的建立和运营均以

企业为主体推动，这些企业最初在所在国开展

与自身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随后或因自

身的发展需要建立了配套产业园，或在国家鼓

励性政策引导下有意向园区扩展。 随着规模的

逐渐扩大，大部分园区的定位都由主营业务向

商贸、休闲、住宿、娱乐等功能兼具的综合性园

区延伸，逐渐失去最初的特色或者远离了所在

地本身的发展优势。 同时主营业务本身的单一

性，往往难以支撑园区综合功能的开发，并吸引

业主及时入住。 最终，由于摊大饼式的规划建

设难以获得及时的效益补充，大部分园区开发

到一定时间后，很快陷入经营困境。
２．２　 对外援助处境尴尬

中国开展近 ７０ 年的对外援助工作，长期没

有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推进。 由于完全以受援

国的需求为首要考虑因素，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

系统性不足，战略性缺乏。 ２０１４ 年中国第一次以

部令的形式，通过对外援助主管部门商务部发布

实施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围绕项目援

助的方式及运行作了具体的规定。 相比以往，该
办法对援助的实施提供了具操作性的指导，但仍

然没有从战略高度对援助工作做整体规划。
（１）援助规模与国际认可度不匹配

自 １９５０ 年对朝鲜和越南提供物资援助

起，①中国的对外援助已经历近 ７０ 年。 中国的

对外援助在起步之时就是发展中国家中实施对

外援助的大国。② 进入本世纪，中国对外援助进

入了高速发展时期。③ 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外援助支

出已达到世界比重的 ３．８９％，居全球第 ４ 位。④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援助金额

甚至超过了 ２０１３ 年之前十年的总和。 ２０１５ 年

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

系列援助计划，包括为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

提供 ２０ 亿美元，对最不发达国家到 ２０３０ 年的援

助力争达到 １２０ 亿美元等。⑤

但中国得到的舆论支持与对外援助的付出

并不匹配。 一方面出于谨慎原则，国内在对外援

助的宣传方面非常保守，几乎难以从公开途径获

得相对准确及时的对外援助资料信息，使得中国

对外援助公众认知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另一方

面，国际媒体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负面评价多于正

面。 以国际媒体话语权影响力较高的英美媒体

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评价为例，据统计，⑥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与中国对外

援助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约 ９％为正面宣传，负面

评价则达 ３５％。 其中有关“资源掠夺”的负面报

道最多。 同时，许多报道谴责中国以“不干涉内

政”为旗号，对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进行援助和

纵容。 此外，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官方研究机构，
也通过相关的评估报告来影响学术界的观点和决

策层对中国的外交（包括对外援助）定位。 例如，
２００８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⑦在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泺：“关于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机制的思考”，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７７ 页。

胡鞍钢等：“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

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５ 页。
“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７５０１３ ／ １３７５０１３＿１．ｈｔｍ。

胡鞍钢等：“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

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７ 页。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

会上的讲话”，人民网，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７ ／ ｃ１０２４－２７６３８３５０．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于埃默里大学数据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Ｅｍｏｒｙ 的子数

据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ｉｄｅｓ．ｍａ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ｍｏｒｙ．ｅｄｕ ／ ａｚ．ｐｈｐ，最后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是美国国会专门研究美中关系的委员会，对美国国会有关决策影

响力较大。 该委员会每年向国会就美中经贸及安全问题提交一份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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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

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提出

质疑，认为中国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促
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
面的努力。

（２）对外援助难以服务于国家利益

中国现有的对外援助尚未开展战略规划，
使其难以支持国家外交目标的实现，进而难以

服务国家利益。 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守并贯彻

中国最初开展对外援助时所提出的 “不附带任

何政治条件”的原则。 这个原则的确立是在上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后，中国处于共产主义阵线中，
为了与阵线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抵抗侵

略，而对其他更困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尽可

能的物质或资金的援助。 这个时候的援助以共

同捍卫共产主义阵线为目标，不计较国家利益

的得失，对受援国的援助不掺杂其他政治和外

交目的。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世界两极阵线解

体、全球向多极化发展后，多边和多维外交成为

一国成熟外交的主要策略。 作为发展中大国，
中国在被赋予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并未能及

时调整对外援助的理念和思路，对外援助行动

仍然以受援国所提出的需求为核心依据，难与

国家对外政治、经济等国际交流和交往的目标

相呼应。 而且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资源量级的扩

大，缺乏明确规划和综合利益考量的援助行动，
难以发挥重要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并造成

宝贵援助资源的浪费。

三、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战略

协同的必要性

　 　 “协同”一般是指系统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

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①在现实中可以

解决一个体系或系统的组成部分独立发挥作用

时的成果缺失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协同论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是上世纪 ７０ 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新兴学科，其创立者是联邦德国斯图加

特大学教授哈肯（Ｈ．Ｈａｋｅ）。 该理论被应用于公

共事务管理领域时，按照宏观和微观的层级，被
英国教授希克斯（Ｐｅｒｒｉ Ｓｉｘ）分为四个层次：政策

协同、项目协同、服务供给和公共管理协同、个
体服务协同等。② 梅吉尔斯（Ｍｅｉｊｅｒｓ）等人从政

策协同出发，将宏观层次的政策协同，进一步阐

释为政策整合，即最高层级的政策一致性，认为

当跨界政策的协调超越现有政策领域的边界，
并且也超越单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时，多元

主体间的协同就变得非常必要。③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在上世纪末也关注到政策协同

的重要意义，并按照自上而下的层级，细化提出

政策整合和政策协调两个角度的政策协同方

式，且认为政策整合可达到各部门一体化或者

统一政策的目的。④ 至今，经合组织仍非常重视

政策一致性的达成在推进政府效率方面的重要

作用⑤，这反映了政策整合作为协同理论有关政

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从更加宏观的层面

推动跨界的政策协同目标的实现。
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在国家外交行动

中，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细分领域，由于政策整

合不足，无法推动中国整体外交目标的有效实

现，而且各自目标的落实也面临各种困境。 境

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在战略上的协同，既是二

者各自的需要，也是中国实现整体外交利益最

大化的需要。 按照政策协同论相关论断，境外

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有必要开展政策整合，从宏

观或战略高度，推动二者的协同整合。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赫尔曼·哈肯著，凌复华译：《协同学：大自然成功

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页；董亮、杨晓华等：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多边环境公约体系的制度互动”，《中
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７１ 页。

Ｐｅｒｒｉ６ ， “Ｊｏｉｎｅｄ－Ｕ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０３－１３８．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Ｓｔｅａ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ｔ Ｍｅｉｊｅｒｓ ，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ｔｉｃｅ，Ｖｏｌ １０，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３２０．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Ｒｏｓｔａ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６， ｐ．３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政策一致性）是 ＯＥＣＤ 一个重要的年度

讨论议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ｇｏｖ ／ ｐｃｓ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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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需要

境外合作区的建设经营和对外援助都是中

国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选择。 境外合作区主要

涉及中国的海外经济资产和相关利益，对外援

助则承载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 两个领域的海

外协同，可以弥补境外合作区建设资金的不足，
并利用对外援助所获得的政治空间，缓冲境外

合作区的资金和经营压力，最大限度维护与合

作区相关的海外投资安全。
境外合作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从国内到国

际延伸的载体和平台，由于基本上以绿地投资

的形式筹建和经营，需要建设经营企业长期和

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企业的资金实力、经营耐心

都是巨大考验。 按照现有调研获得的经验数

据，①境外合作区从建设到盈利一般至少需要 １０
年时间，大量资金沉淀海外。 由于入驻企业以

中国企业为主，这又涉及企业资金和相关设备

资产的大量投入。 同时，中国境外园区绝大部

分由企业主导并建设在经济不发达国家，需要

面对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波动带来的各种风险，
相关利益保护的基础较为薄弱。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提升，且与

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中的援助大国相比，越来越

接近。 中国 ２０１３ 年的对外援助总额已达到德

国对外援助总额的 ５３％，而这一比例在 ２００１ 年

则为 ２１．３％。② 由于中国对外援助中很大一部

分是援建受援国的基础设施，③如道路、电信设

施等，与境外合作区初建阶段的活动接近。 境

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的协同，不但可以大大缓

解合作区的经济压力，还能够借助对外援助的

政府谈判平台，从政策措施、经营环境角度为合

作区争取稳定合理的经营空间，有效维护相关

海外利益的安全。
３．２　 合理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１９５０—２０１６ 年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资金

４ ０００ 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 ５ ０００
多个，④已经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援助大国。 但

必须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以及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长期不变。⑤ 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
中国要兼顾本国国情，使国际责任的承担在合

理⑥范围内，并与国内发展阶段相匹配。 因此在

开展对外援助的同时，结合中国境外合作区建

设布局，进行行动协同，可以确保对外援助推动

国际发展的同时，促进国内进步。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力度随着国

力的提升不断增加，对外援助总量规模上升速

度非常快。 《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１）》统计，⑦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０９ 年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平均年

增速达 ２９．４％。 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外

援助在外交中的作用，对外援助力度不断加大。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上发表讲话并承诺“中国将在未来 ３ 年向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６００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⑧

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分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发展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自 ２０１７ 年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所，
陆续对 ２０ 家经商务部考核通过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海

外调研和考察。 这 ２０ 家合作区从规模、产业集聚能力和当地影响

力等方面，均是中国海外园区中较具代表性的案例。
胡鞍钢等：“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

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７ 页。
“商务部召开《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解读媒体吹风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ｙｗ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ｚ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４１２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８２５４１６． ｓｈｔｍｌ；
“中国的对外援助 （ ２０１４） 白皮书 （全文）”，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４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 １３７５０１３ ／ １３７５０１３＿１．ｈｔｍ。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全文）”，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７ ／ ０１－１８ ／ ８１２７４５５．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２０１７－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４８７６．ｈｔｍ。

Ｆａｒａｒｏ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Ｖｏｌ．８０，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１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办发表《中国

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站，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４９７１２．ｈｔｍ。

“开辟合作新起点　 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网，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５１６ ／ ｃ１００１ －
２９２７７１１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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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其中不发达国家比例最高，①与中国境

外合作区的设立区划范围较为一致。 对外援助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的援助，与相关

地区的境外合作区规划建设具备统筹考虑的基

础和条件。 通过协同，对外援助不但可以落到

当地产业发展的实处、持续发挥效力，还可以借

助合作区的发展，缓解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援

助压力。
３．３　 提升参与全球治理效率的需要

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参与全球治

理的效力，需要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的协力

推动。 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的统筹协调，可
体现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治理的实

效，并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可

见可评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 ５ 年，已得到国

际社会普遍认同，倡议的推进成为中国推动全

球治理走向新局面的全新实践。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底，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 中国与 ８３ 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了《推进“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合作倡议》②。 目前，中国境外合作区

和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都有较快的

布局。 通过商务部与财政部考核的 ２０ 家国家

级合作区中，１７ 家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境

外合作区的布局和发展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实际举措。 由于全球中低等收入以下的

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全

球相关人口约 ６９％③），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援助

不断向“一带一路”沿线集中，并成为落实“一带

一路”共赢发展理念的积极行动。

四、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

战略协同的建议

　 　 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均应该提到战略高

度进行谋划，以推动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最大

化。 境外合作区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或资源走

出去、在境外建立经贸合作平台，主动参与国际

分工、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在全球获得国家

经济利益最大化。 对外援助是通过无偿援助或

无息及低息贷款帮助受援国度过难关、走向可

持续发展之路，服务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友好形

象的树立，为国家争取更广泛的政治认同，创造

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最终也为维护国家整体

利益作贡献。 二者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相

同，有产生协作、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
４．１　 资源协调，提升中国“走出去”资源成效

中国境外合作区发展至今，经济付出多于

收获，这是缘于境外合作区最初是从援助的角

度进行规划推动，④对经济回报的考虑在其次，
这样的思维基础，造成了此后国家在推动境外

合作区建设时，较少考虑到合作区运营的实际

付出。 尤其是，合作区一般建设在偏远、贫穷的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大量的投

入，企业主导下的合作区建设，给企业带来极大

负担、也难以尽快达到理想运营状态。 同时，中
国对外援助一贯根据受援国需求以项目形式一

对一运作，缺乏战略思维，对援助后期成效的延

续考虑较少，经常导致援助付出巨大、美誉回报

较少。
援助资源与合作区建设协同考虑，可最大

限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并可推动二者获得长

远的经济政治利益。 以中国在赞比亚建设的赞

中经贸合作区和开展的对外援助活动为例，一
方面赞中合作区由于资金缺乏，至今只建设开

发了获批园区十分之一的土地，后续开发仍需

大量资金，且由于经营企业尚未盈利，后续开发

单靠企业自筹，压力非常大。 另一方面，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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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的形式、投入大量资金在当地建设的

大型场馆设施，①由于当地缺乏真实的使用需

求，难以有效利用，导致长期空置，仅仅成为形

象工程，浪费资源的同时，在当地也没有收获应

有的认同和感激。 如 ２０１１ 年竣工的赞比亚恩

多拉万人体育场，中国总计援助 ４．５ 亿元人民

币，建成后由于当地人口少、缺乏配套设施、运
营费用难以保证等原因，实际使用率极低。②

目前，中国对外援助行动中，大部分项目与

受援国的道路、电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有

关，这恰好与境外合作区所需开展的基础设施

建设内容相吻合。 若通过资源协调，将对外援

助中的工程项目援助与合作区建设相结合，可
大大提升合作区的运营效率、激发经营者的动

力。 同时合作区的持续运营，又可保证援助项

目的持续运转、援助效益的持续发挥。
４．２　 行动协调，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对外

援助成效

　 　 中国政府赋予境外合作区的最大功能是搭

建平台，带动国内企业抱团出海、推动优质产能

按照国际分工的规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
境外合作区的建设运营与对外援助进行行动协

同，不但可以推动境外合作区建设的尽快完成，
也可使对外援助依托合作区运营，将援助的意

义切实提升到促进当地的工业及可持续发展的

高度。
实践中，可将境外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对外援助的相关行动相结合。 一方面境外合

作区的建设得到大幅度推动的同时，大量发展

中国家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教育、
医疗、成套设备等）援助，开始逐渐接触、认识并

逐渐信任“中国制造”，为合作区未来发展相关

合作创造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对外援助行动

依托合作区建设和运营，可以放大援助的成效，
并随着合作区的成功运营和对当地影响力的提

升而强化援助对当地发展的长远意义。
４．３　 机制协调，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境外合作区业务与对外援助业务分

属不同的机构主管。 目前境外合作区由商务部

主管，对外援助业务则从商务部全部划转到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商务部负责境外合作区建

设运营相关规章制度的制订，及其运行的监督、
评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等。 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则围绕对外援助，拟订战略方针、规划、
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

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

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 两部门

之间的相关工作及直接利益各自独立，若不作

专门的机制协调，很难推动境外合作区与对外

援助的资源和行动协调。 相关协调关系见以下

图示。

图 １　 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机制协调框架建议

具体可通过建立工作组，以固定的沟通协

调会议形式，实现两个部门相关业务的阶段性

目标和进展的协调互通。 实践中，可由双方工

作组成员在了解各自部门相关业务的需求、目
标和进展的基础上，通过年初沟通制定本年度

计划，将双方高度相关的资源和行动统筹起来，
并尽可能保持一致步伐，年中沟通协调已开展

事项存在的问题，年末沟通总结一年的进展以

及未来年度协调合作的建议。

五、结　 语

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纲要》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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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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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步伐逐渐加快。 在全球对外投资普遍下

滑的情况下，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跃居全

球第二，中国对外援助支出 ２０１３ 年已居全球第

４ 位。 但中国境外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

推动效果并不理想，①尤其境外合作区，尚未普

遍走出收回投资成本的阶段，未能在当地有效

发挥中国产业合作的平台及其承接作用，更未

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 同时，中国对外

援助发展几十年来，坚守充分尊重受援国需求

的原则，使得援助项目和行动的确定通常以受

援国的意愿为核心，以致中国在对外援助计划

的制定方面面临较大的被动，②对国家外交及经

济利益的维护有限，与中国多年来在对外援

助方面的付出极不匹配。 鉴于境外合作区与

对外援助均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二
者都集中面向发展中国家，且以资源输出为

主要方式，并能推动实现共赢发展和增进外

交友好的目标，国家该从“走出去”大战略的

高度，在“走出去”战略目标的指导下，统筹二

者的资源分配、行动协调以及机制对接，推动

国家从外交、经济等多元角度实现境外利益

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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